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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胁迫反映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污染物输出对区域环境系统产生的综合压力。本文

基于县域污染物排放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库，运用熵权法综合测度县域环境胁迫指数（ESI），

解析2012—2016年京津冀地区环境胁迫的时空格局及各类主体功能区环境胁迫特征，并针对

县域环境胁迫的空间效应，在STIRPAT模型框架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定量估计县域

环境胁迫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面临的环境胁迫态势显著缓解，2012

年以来ESI降幅达到54.68%。其中，以北京、唐山、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区以及滨海新区下降

最为显著，县域环境胁迫程度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呈梯度递减，到2016年环境胁迫高等级县域已

经消除；② 5年间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的空间溢出效应趋强，并在津唐地区呈现空间锁定

和路径依赖；③ 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两类城市化地区是京津冀水气环境的主要承压区，其

环境胁迫程度占京津冀地区全域的65.98%，仍然是环境污染防治与管控的重点区域；④ 人口

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县域环境胁迫的控制性因素，此外还受环境处理技术水平、农业生产投

入强度、国土开发强度以及城镇化等因素影响；⑤ 各驱动因素对县域环境胁迫的驱动作用存在

空间异质性，需针对驱动力作用强度及其空间差异，采取差别化环境治理与源头减排对策，精

准提升京津冀地区环境协同管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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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群地区通常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高，人口和经济集聚规模大，是中国推进城镇
化的主要形态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载体[1]。但与此同时，在快速城镇化进程驱动
下，高速度、高密度、高强度扩张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问
题，加剧了城市群地区的区域性环境污染，这在京津冀地区尤为突出[2]。京津冀地区是全
国人口与产业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也是环境问题最突出的区域[3]，在占全国2.25%的国土
面积上，承载了全国5.75%的化学需氧量、5.83%的氨氮排放量、8.10%的二氧化硫排放
量和 5.61%的氮氧化物排放量，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京津冀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阻碍。为此，国家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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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突破的重点领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遏
制区域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并大幅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2012年以来，京津冀3省
市按照县域主体功能区定位，相继实施差别化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加大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污染管控与治理力度，为加速缓解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胁迫态势提供了可能。

环境胁迫是指在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各类污染物输出对区域环境系统产生的综合压
力。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和规模迅速增长，对环境系统自
然净化过程的扰动加剧，导致区域生态环境发生结构失调、功能退化乃至系统崩溃等受
胁反应或症状[4-6]。国内外学者从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和减排过程、主要影响因素等方
面，对环境胁迫的变化及相应症状、驱动力进行了大量研究，为健康环境系统的维持和
受损环境系统的重建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时空格局变化研究方面，多采用单个或多个典
型污染物指标，从国家[7-11]、典型流域[3, 12-13]、省域[14-15]等大尺度对污染物排放强度进行测
度与分解，研究表明了主要水体、大气污染物排放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和集聚特征，且环
境胁迫格局在时间上存在路径依赖。而关于环境胁迫的驱动因素研究，在早期较多关注
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的存在[16-17]，而后运用LMDI指数法[18]、最小二乘法回归法[19]、面板模
型估计[20-21]、脱钩指数法[22]、地理加权回归模型[23]等方法，将驱动因素的分析进一步拓展
到了社会经济与制度领域，发现了人口与城镇化、产业结构、投资水平、技术进步、环
保投入和环境规制等方面的驱动作用。针对环境胁迫呈现出的空间溢出特征，一些学者
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 [24]、广义矩估计模型（GMM） [25]、
混合OLS模型[26]等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空间效应和区域传导对省域环境胁迫的驱动作
用。此外，京津冀地区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胁迫程度呈平原区高、山区低的空间分异，
各城市间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特别是大气环境胁迫可跨区域传导[27-30]；驱动因素研究还
发现，技术进步、工业结构调整对京津冀地区的环境胁迫程度具有缓解作用[31]，北京的
产业转移过程会加剧产业接纳地河北省污染物排放及环境胁迫[32-33]。

由此可见，既有环境胁迫研究主要集中在水体或大气环境的单要素分析上，而反映
区域性环境综合胁迫态势的定量评价有待加强；在研究尺度上，多侧重于国家、省份、
城市等宏观层面，需降尺度开展更精细化的微观研究，而将基本研究单元降至县域尺
度，有助于反映城市内中心城区与郊区、流域内上下游及干支流等微观区位特征及影
响。此外，不同县域发展模式和开发方式差异十分显著，在按照县域实施差异化主体功
能区环境政策、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等政策规制背景下，分析县域层面环境胁迫及驱动
力，有助于揭示环境胁迫的政策响应过程与机理。因此，本文运用熵权法综合测算县域
环境胁迫指数，分析2012—2016年京津冀地区环境胁迫的时空格局和各类主体功能区县
域的差异性，并针对空间格局分析反映的空间溢出效应，在STIRPAT模型框架基础上，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定量解析时空演化的驱动因素，以期为提出精细化的区域环境联
防联治与污染减排对策、提升环境协同管制效果提供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县域作为基础评价与研究单元，构建 2012—2016年京津冀地区化学需氧量、氨

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4 类污染物排放数据集，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数据集。截止
2016年底，京津冀地区共辖200个县（市、区）行政单元，但因行政区划调整，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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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据可获得性、统计口径一致性，将北
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
丰台区和石景山区等主体功能定位一致的
中心城区合并为1个研究单元，对天津市及
河北省各地级市中心城区也进行了相应合
并处理，最终得到154个县域单元。本文行
政边界数据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网站
获取，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
鉴》《天津市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
以及河北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
域和限制开发区的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
态功能区4类主体功能区来源于《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和京津冀三省市的省级主体
功能区规划（图1）。
2.2 研究方法
2.1.1 环境胁迫指数 采用熵权法（Entropy
Weight Method）测度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
胁 迫 指 数 （Environmental Stress Index,
ESI）。熵权法按照评价指标的原始信息确
定指标权重，是较为客观的多指标评价方法[34]，用该方法进行环境胁迫指数测算的步骤
为：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 i县域 j污染物排放量指标（rij）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
到无量纲化属性值（r'ij），然后计算熵权Ej：

Ej = -k∑Rij × ln Rij （1）

式中： Rij = r'ij ∑r'ij 。令 k= 1 ln n （n 为京津冀地区县域样本量），计算各项指标权重

Wj = (1 -Ej) ∑E' j ，并得到县域环境胁迫指数ESIi：

ESIi =∑Wj × Rij （2）

ESI反映县域环境受各类污染物的综合胁迫态势，ESI值越大，表明污染排放强度越
高，水体和大气环境面临的污染物排放压力越大，县域所受环境胁迫程度越高。
2.1.2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为解析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的驱动力，同时探索驱动因素
在不同地域上的空间异质性，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GWR）进行分析[35]。GWR模型将地理位置信息嵌入回归参数中，允许
回归系数存在空间异质性，是考察空间非平稳性的有效方法。其基本模型为：

yi = β0(ui, vi) +∑
k = 1

m

βk(ui, vi)xik +εi （3）

式中： (ui, vi) 为京津冀地区 i 县域的地理坐标； βk(ui, vi) 为县域 i的第 k个解释变量的回

归参数； β0(ui, vi) 为常数项；m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εi为随机误差。GWR模型的回归系

数 βk(ui, vi) 表示为：

βk(ui, vi) =(X TW (ui, vi)X )-1X TW (ui, vi)yi （4）

式中：X为解释变量的矩阵；XT为其转置矩阵；W (ui, vi) 为观测点 i的空间权重矩阵。

图1 研究区位置与主体功能区分布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its major functional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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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时空格局
3.1.1 县域环境胁迫演变特征 运用熵权法测度县域环境胁迫指数，并利用 Jenks自然断
裂点法划分为低、较低、一般、较高、高5个等级，结果如表1、图2所示。2012—2016
年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的演变特征如下：

2012年以来，京津冀地区面临的环境胁迫态势显著缓解，县域平均环境胁迫指数从
0.084降至2016年的0.038，较之2012年降幅达到54.68%。环境胁迫程度的大幅下降反映
出国家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国十条”）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
国十条”）等一系列强有力环保规制效果，以及部署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重点行业污染限
期治理方案和区域性大气、水污染减排细则，从源头上对县域污染物排放强度起到的遏
制作用。较之2012年，2016年京津冀地区的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
放量依次下降65.9%、47.2%、46.2%和50.8%。其中，北京县域环境胁迫程度下降最为显
著，环境胁迫指数下降了63.35%，高于天津（57.75%）和河北（53.07%）县域降幅。

5年间，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程度整体降低，特别是以城市中心城区为主的环
境胁迫指数高值区降幅最为显著。2012年，环境胁迫高等级县域包括唐山、天津、石家
庄、北京和邯郸市辖区以及天津滨海新区，主要分布于环渤海及京广线沿线一带，这类
县域环境胁迫指数占京津冀地区总和的28.57%，即承载了京津冀地区近3成的污染排放
压力；较高等级县域包括张家口、保定、秦皇岛和承德市辖区以及迁安市、曹妃甸区、

表1 2012年和2016年京津冀地区县域排放强度和环境胁迫指数
Tab. 1 Emission intensity and ESI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12 and 2016

地区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京津冀地区

2012年

化学需
氧量(t)

16954.62

32776.27

9933.54

11473.35

氨氮(t)

1862.13

3630.82

814.72

1017.54

二氧
化硫(t)

8531.76

32074.49

9871.90

10785.39

氮氧
化物(t)

8876.63

40024.72

8921.88

10332.41

环境胁
迫指数

0.10

0.28

0.07

0.08

2016年

化学需
氧量(t)

7917.70

14753.91

3023.46

3906.25

氨氮(t)

506.92

2235.31

451.93

536.92

二氧
化硫(t)

3019.09

10087.73

5804.73

5800.44

氮氧
化物(t)

3191.49

13820.09

4786.54

5083.22

环境胁
迫指数

0.04

0.12

0.03

0.04

图2 2012—2016年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指数及空间变化
Fig. 2 ESI and its spatial chang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12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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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区、武安市、平山县和定州市等，主要分布于北部地级市中心和高等级区外围。而
到2016年环境胁迫高等级县域已经消除，较高等级县域也从10个降至6个，仅分布于东
部津唐滨海地区、以及南部的石家庄、邯郸市辖区。环境胁迫较低等级县域主要分布在
较高、一般等级区周边，包括曹妃甸区、沙河市、滦县、张家口市辖区和秦皇岛市辖区
等 15个县域单元；低等级县域面积占总面积的 80%以上，县域环境胁迫指数占总和的
18.20%，仅承载了京津冀地区约2成的污染排放压力。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京津冀地区
环境胁迫指数随着与中心城区距离增大而梯度递减，环境胁迫程度形成由中心城区向外
逐步降低的核心与外围结构。

进一步测算 5 年间县域环境胁迫指数变化率，并对变化率为 0%~-25%、-26%~-
50%、小于等于-50%的3类降低区和大于0的胁迫指数增长区进行分析，结果如图2c所
示。2012年以来，县域环境胁迫指数降低区共计149个，其中，降幅在50%以上的县域
共83个，占土地总面积的65.31%，基本包括北京、天津、承德、石家庄、张家口全域；
降幅在 26%~50%之间的县域共 47个，占土地总面积的 23.18%，以邯郸、邢台、沧州、
保定和承德的县域为主。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局部地区尚存在环境胁迫指数增长的县
域，包括威县、涞源县、高阳县、昌黎县和无极县，该类县域处于地市行政边界的交界
地区，通常是环境规制与管控强度较为薄弱的区域。
3.1.2 县域环境胁迫空间效应 县域环境胁迫指数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全局Moran's I
值如表2所示，2012—2016年县域的估计值均大于0，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环境胁迫和污染物排放在京津冀地区县域单元存在显著空间相关。2012年以来，县域环
境胁迫指数的Moran's I值由0.2014增大为0.2325，显示了环境胁迫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增
大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胁迫程度的高值区或低值区更加集聚。对污染物排放的分解发
现，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Moran's I指数也显著增大，而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
的Moran's I指数分别由0.1666和0.2186降低为0.1309和0.1865。为进一步分析县域环境
胁迫的空间关联特征，分别计算 2012 年和 2016 年县域环境胁迫指数的 Getis-Ord G*指
数，再将G*指数从高到低分为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和冷点区4种类型，生成局部空
间关联变化图。如图3所示，整体上看，县域环境胁迫指数的热度基本保持着从沿海向
内陆递减的态势，环渤海沿岸县域单元的热度显著高于内陆县域，且津唐地区长期处于
热点区域，呈现出较强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

从 2012年的热点图来看（图 3a），热点区域包括天津和唐山市辖区以及滨海新区、
曹妃甸区、滦南县、乐亭县等13个县域单元，基本覆盖天津和唐山全域；次热点区包括
热点区外围以及磁县、涉县、武安市、平山县、灵寿县和怀来县等23个县域单元，在津
唐周边和秦皇岛集中分布，河北西部山区零散分布。至2016年（图3b），热点区微增至
14个，其中，迁西、涉县由次热点变为热点区，武清区变为次热点区，热点区域基本稳
定，京津冀西南部初现高值区集聚格局；次热点区在2016年减少至21个，北京所辖县域

表2 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指数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Moran's I估计值
Tab. 2 Moran's I of ESI and major pollutant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项目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氨氮排放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

氮氧化物排放量

环境胁迫指数

2012年

Moran's I

0.1666

0.1592

0.2186

0.1847

0.2014

z值

3.6114

3.6328

4.8671

4.0896

4.3945

p值

0.0003

0.0003

0.0000

0.0000

0.0000

2016年

Moran's I

0.1309

0.1933

0.1865

0.2720

0.2325

z值

2.9777

4.4142

4.1760

5.9211

5.0628

p值

0.002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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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退出次热点区范围。热点区、次热区的环境胁迫指数平均值分别从 2012 年的 0.26、
0.11下降至 2016年的 0.12、0.06，表明尽管在京津冀地区的环境胁迫集聚格局未变，但
通过区域性环境污染物协同减排和控制，仍然能够实现环境胁迫程度整体缓解。从冷点
区变化来看，2012年环境胁迫指数的冷点区均位于河北省境内，主要分布在保定、沧
州、衡水和邢台，共计58个县域单元；次冷点区以京津冀北部和中西部为主，基本覆盖
承德、北京和石家庄全域；至2016年，环境胁迫指数的冷点区总量不变，低值集聚区向
京津冀地区的西北部延伸，即张家口所辖县域和密云区变为冷点区。
3.1.3 各类主体功能区环境胁迫特征 按照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
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环境胁迫指数进行分解。两类城市化地区环境
胁迫程度显著高于限制开发区域，且是京津冀地区水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承压区
（图 4）。2016年重点开发区域县域的环境胁迫指数均值最高为 0.0683，略高于优化开发
区域0.0677，分别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的2.72倍和3.93倍。同时，优化开
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的环境胁迫指数占京津冀地区总和的65.98%，即城市化地区承载
了超过6成的污染物排放压力，是京津冀主要环境胁迫区，而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
功能区的占比仅为15.60%、18.42%。

对比 5 年间胁迫指数均值发现，
京津冀地区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环境胁
迫指数降低幅度均在 50%以上。其
中，降幅最大的为重点生态功能区，
环境胁迫指数均值较之 2012 年下降
了 56.51%，降幅最小的农产品主产
区也在 50.94%。当然，城市化地区
是水和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承压区的
特征未变，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
仍然是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防治的重
点。分各省市来看，北京的优化开发

图3 2012—2016年京津冀环境胁迫指数冷、热点区空间变化
Fig. 3 Spatial changes of ESI in cold and hot spot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12 and 2016

图4 2012—2016年京津冀主体功能区环境胁迫指数
Fig. 4 The ESI of major functional zon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12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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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点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降幅依次为64.84%、61.51%、62.32%，是京津冀地区
降幅最突出的省市，反映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给自身环
境胁迫态势带来更明显的改善。
3.2 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驱动因素分析
3.2.1 模型构建和结果检验 借鉴既有研究STIRPAT模型设定和因素选择经验[36-37]，兼顾
县级行政区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构建县域环境胁迫驱动因素的GWR回归模型。其
中，县域环境胁迫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国土
开发强度、环境处理技术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农业生产投入强度等方面选取相应指标
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模型如下：

ESIi = β0( )ui, vi +∑
k = 1

m

TPi( )ui, vi xik +∑
k = 1

m

PGDPi( )ui, vi xik +∑
k = 1

m

ISi( )ui, vi xik +

∑
k = 1

m

TDIi( )ui, vi xik +∑
k = 1

m

ETTi( )ui, vi xik +∑
k = 1

m

URi( )ui, vi xik +∑
k = 1

m

IAPi( )ui, vi xik +εi

（5）

式中：ESIi为县域环境胁迫指数；TPi为年末常住人口（万人），反映县域人口规模；PGDPi

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人），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ISi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反映县域工业化水平；TDIi为建设用地面积占县域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反
映县域国土开发强度；因县域环境技术指标难以直接获取，借鉴相关研究通过单位GDP
排污强度（ETTi）替代反映县域环境处理技术水平[38]；URi为城镇化率，反映县域城镇化
水平；IAPi为农业生产投入强度，通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肥使用量测算得到[15, 39]；εi为
误差项。

在进行 GWR 模型建模之前，对其进行全局 OLS 回归以比较拟合优度。结果显示
（表 3），Koenker (BP)统计量检验结果通过 1%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上的显
著异方差性（非平稳性），且需要采用卡方统计量评估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联合卡方
统计量通过1%显著性检验，即所有解释变量对模型均有一定解释力；方差膨胀因子VIF
均小于 7.5，变量不存在冗余及多重共线性；Jarque-Bera检验结果通过 1%显著性检验，
回归系数残差非正态分布；决定系数R2表明OLS回归只能解释约 80%的环境胁迫指数，
变量存在空间异质性，需引入GWR模型分析。GWR模型以县域单元的中心经纬度为地
理坐标，选择固定距离法确定高斯核函数（Fixed Gaussian），通过AIC最小信息准则决

表3 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驱动因素OLS模型估计结果
Tab.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OLS Model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变量

截距

TP

PGDP

IS

TDI

ETT

UR

IAP

模型
诊断

2012年

系数

-0.1521**

0.8183**

0.7390**

0.0413

-0.1650**

0.3260**

0.2135**

0.2802**

卡方
统计量

1277.1215

标准差

0.0200

0.0691

0.0684

0.0277

0.0498

0.0351

0.0346

0.0326

校正R²

0.8469

T统计量

-7.5971

11.8378

10.8029

1.4900

-3.3139

9.2818

6.1780

8.5851

AIC

-411.5215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1062

0.0044

0.0000

0.0001

0.0002

Koenker
(BP)检验

33.50139**

VIF

—

1.9735

1.4166

1.1709

2.4017

1.0524

2.0578

1.0872

Jarque-
Bera检验

3816.7202**

2016年

系数

-0.1939**

0.6341**

0.6220**

0.0763*

-0.1347**

0.3028**

0.2630**

0.2515**

卡方
统计量

996.9724

标准差

0.0232

0.0764

0.0764

0.0324

0.0543

0.0319

0.0378

0.0349

校正R²

0.7847

T统计量

-8.3752

8.2948

8.1423

2.3520

-2.4799

9.4878

6.9495

7.1992

AIC

-376.3448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34

0.0131

0.0000

0.0001

0.0007

Koenker
(BP)检验

31.2104**

VIF

—

2.0188

1.3983

1.2015

2.3414

1.0906

2.0217

1.1159

Jarque-
Bera检验

3411.6170**

注：**为通过1%显著性检验，*为通过5%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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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佳带宽。拟合结果如表4所示，GWR模型的AIC值显著小于OLS模型，校正R2较之
OLS模型提升11.89%和14.74%，反映出GWR模型在考察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方面效
果更好。

3.2.2 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分析 OLS模型估计结果表明，2012—2016年对京津冀
地区县域环境胁迫具有显著正向驱动的因素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处理技
术水平、农业生产投入强度和城镇化水平。在 2012年，人口规模每提高 1%，将引起环
境胁迫指数增加 0.8183%；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 1%，将引起环境胁迫指数增加
0.7390%；通过单位GDP排污强度指数表征的环境处理技术水平每提高1%，将引起环境
胁迫指数增加 0.3260%；农业生产投入强度每提高 1%，将引起环境胁迫指数增加
0.2802%；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将引起环境胁迫指数增加 0.2135%。从其变化来看，
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驱动强度下降明显，2016年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弹
性系数分别降低了 22.51%和 15.83%；环境处理技术水平的驱动强度则保持在 0.3%左
右，反映出环境处理技术提升有助于县域清洁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从而实现污染排放强
度降低，并达到缓解环境胁迫程度的效果。在 2016年，工业化水平回归系数也通过 5%

显著性检验，表明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提升对县域环境胁迫的拉动开始显现，工业
比重每提高1%，将引起环境胁迫指数增加0.0763%；2016年城镇化水平的作用增大，已
超过农业生产投入强度的驱动作用。此外，国土开发强度呈显著负向驱动作用，国土开
发强度每提高1%，将会使环境胁迫指数降低0.13%~0.17%。如表4所示，GWR模型估算
的回归系数平均值反映因素的边际贡献度[40]，各驱动因素呈现的驱动效应与OLS模型估
计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生成GWR模型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图（图 5），各驱动因素的
空间异质性呈现以下特征：

（1）人口规模因素的回归系数在京津冀全域均为正，人口规模增大将显著加大县域
环境胁迫程度。2012年以来，人口规模对县域环境胁迫的影响由西南和东北向中西部递
减，其中，石家庄、邯郸、邢台等冀中南地区所受影响最大，而对北京、天津两个特大
城市及周边、张家口和承德等地区影响较小。这意味着，在京津疏解城市人口的背景
下，南部作为过剩人口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未来人口规模增长潜力仍然较大，但鉴于
区内人口增长与环境胁迫的正向耦合效应，应警惕人口过快增长和过度集中导致环境恶
化风险。

表4 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驱动因素GWR模型估计结果
Tab.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GWR Model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变量

截距

TP

PGDP

IS

TDI

ETT

UR

IAP

模型
诊断

2012年

最小值

-0.407

0.658

-1.277

-0.052

-1.110

0.150

-0.004

-0.165

带宽

99877.656

最大值

-0.035

2.896

2.071

0.244

0.052

0.621

0.459

0.918

平均值

-0.137

1.307

0.973

0.032

-0.145

0.327

0.136

0.202

校正R²

0.948

上四
分位数

-0.170

0.798

0.704

-0.020

-0.144

0.210

0.076

0.014

中位数

-0.094

1.083

0.749

0.007

-0.095

0.293

0.097

0.161

AICc

-527.574

下四
分位数

-0.073

1.655

1.540

0.060

-0.058

0.429

0.165

0.395

2016年

最小值

-0.399

0.420

0.020

-0.040

-0.377

0.171

0.004

-0.119

带宽

105540.116

最大值

-0.084

2.985

3.405

0.345

0.088

0.486

0.352

0.544

平均值

-0.169

1.055

0.868

0.071

-0.074

0.275

0.157

0.182

校正R²

0.900

上四
分位数

-0.197

0.571

0.554

0.026

-0.107

0.227

0.110

0.028

中位数

-0.146

0.867

0.607

0.047

-0.062

0.252

0.144

0.161

AICc

-454.605

下四
分位数

-0.122

1.306

0.936

0.094

-0.022

0.302

0.197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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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回归系数在京津冀全域均为正，人均GDP提高将显著加大
县域环境胁迫程度，且经济发展水平对县域环境胁迫的影响由南向北递减。按照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规律，可推测京津冀中部、北部更接近倒“U”型曲线的拐点位置。从2016
年回归系数分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驱动强度在中部优化开发区域呈现减退，反映出
该类主体功能区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使得环境高胁迫态势改善。

图5 京津冀县域环境胁迫驱动因素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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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化水平因素在2016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对县域环境胁迫程度的作用方
向具有空间分异。在东部唐山、秦皇岛一带呈显著正向驱动，而在张家口和邯郸东南部
呈显著负向驱动，即第二产业比重增加有利于环境胁迫程度缓解。结合县域工业部门分
析发现，可瞄准对县域环境胁迫呈强驱动（皮尔逊相关系数 r＞0.5且显著性p < 0.05）的
重污染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具体包括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类型。

（4）国土开发强度因素的回归系数在2012年以负向驱动为主，但到2016年，国土开
发强度在衡水、沧州南部、承德北部等地区呈显著正向驱动力，表明建设用地扩张对这
类重点开发区域的环境胁迫驱动作用开始显现，需要加强建设用地管控，严防城市蔓延
扩张、工业遍地开花和开发区过度分散引发污染扩散。针对冀北地区处于京津冀地区

“上风山水”的特殊区位，应适度收紧该类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土地开发政策，以实现生态
涵养功能维系和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防范。

（5）环境处理技术水平因素的回归系数在京津冀全域均为正，因采用单位GDP排污
强度指数反映环境处理技术水平，指数值越大则反映环境处理技术水平越低。故表明环
境处理技术水平偏低将加剧区域环境胁迫程度，该因素在空间上呈京津唐地区向外围递
减趋势，在北京、天津及其以北一带，污染处理能力仍难以应对居高不下的环境胁迫态势。

（6）城镇化水平因素在2016年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在京津冀全域为正，城镇
化率提高将显著加大县域环境胁迫程度。2012—2016年间，尤其在环渤海津唐、邢台、
张家口等地区，人口城镇化直接驱动生活源污染物的高强度排放，城镇化过程是加大县
域环境胁迫程度的重要原因。

（7）农业生产投入强度因素的回归系数在京津冀全域均为正，并呈东北向西南递减
特征。除南部邯郸和邢台市外，农业生产投入强度提高显著加大县域环境胁迫程度。表
明引导农户采用清洁生产方式，从源头上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生，对缓解京津冀地区的
环境胁迫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各因素及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县域环境胁迫受人口规模和经济
发展水平两个控制性因素作用，并在四类区域呈差异化的多因素驱动模式：中部的核心
功能区呈城镇化和环境处理水平因素强驱动，城镇生活源的污染防治是管控焦点，区内
应强化与人居环境直接挂扣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质量标准考核，倒逼城镇生产、生
活与消费方式转变；东部的滨海发展区呈工业化和城镇化因素强驱动，针对区内工业结
构及高排放特点，应突出环境准入清单的分类管理，引导高耗能、高污染产能淘汰，约
束能源重化工行业发展规模，通过城镇生活空间与工业空间布局优化促进与环境胁迫脱
钩；南部的功能拓展区呈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因素强驱动，区内应加强环
境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区域综合承载力中环境短板的同时，以优质人居环境增强城市自
身的人口吸引力；西北部的生态涵养区呈城镇化和农业生产投入因素强驱动，区内应在
城镇开发边界落地基础上突出污染源头管控，健全涉农产污过程的处置与回收体系，鼓
励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逐步削减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4 结论与讨论

（1）京津冀地区面临的环境胁迫态势显著缓解，2012年以来县域ESI平均降幅达到
54.68%，县域环境胁迫程度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呈现梯度递减。到2016年环境胁迫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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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已经消除，较高等级县域也从 10个降至 6个。其中，北京、唐山、天津、石家庄、
邯郸的中心城区以及滨海新区显著下降，北京县域 ESI 降幅为 63.35%，高于天津
（57.75%）和河北（53.07%）县域降幅。

（2） 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的空间溢出效应趋强，2012—2016 年县域 ESI 的
Moran's I值由的 0.2014增大到 0.2325，并在津唐地区呈现显著的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
环境胁迫热点区和次热区ESI分别降低56.19%和44.93%，表明尽管环境胁迫的集聚态势
未变，但通过区域性协同减排和环境治理，仍可实现环境胁迫程度整体缓解。

（3）城市化地区（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是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承压
区，其环境胁迫程度占全域的65.98%，仍然是环境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5年间，各类
主体功能区ESI降幅均在50%以上，降幅最大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下降56.51%，降幅最小
的农产品主产区也在50.94%。

（4）OLS模型估计结果表明，2012—2016年间，对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具有显
著正向驱动的因素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处理技术水平、农业生产投入强
度和城镇化水平，其中，县域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环境胁迫的控制性因素，同时
二者驱动强度下降明显。进一步地，GWR模型拟合优度高于OLS模型，且各驱动因素对
县域环境胁迫的驱动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并在四类区域呈差异化的多因素驱动模式：
中部的核心功能区呈城镇化和环境处理水平因素强驱动，东部的滨海发展区呈工业化和
城镇化因素强驱动，南部的功能拓展区呈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因素强驱
动，西北部的生态涵养区呈城镇化和农业生产投入因素强驱动，需针对因素驱动作用的
强度及其空间差异，采取差别化环境治理与源头减排对策，精准提升京津冀地区环境协
同管制效果。

（5）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指数，解析了协同发展背景下的环境胁迫时
空格局及减排效应，并构建了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探讨了县域环境胁迫空间效应和驱动
因素，为制定环境协同治理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对策提供参考。未来，需要深化研究
的方面包括：尽管本研究已初步表明，非首都功能疏解显著改善了北京自身的环境胁迫
态势，相关资料也显示[41]，2014年以来，北京市累计关停、退出、转移制造业企业1341
家，煤炭消费量降低了55.19%，但是，以产业转移为代表的功能疏解过程，对转出地北
京及转入地京津冀周边的环境胁迫过程研究有待深化；进一步加强机制研究，从不同排
污强度属性的工业部门、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环境规制等角度，解析县域环境胁迫的影响
效应，研究环境胁迫对区域生产生活方式调适的作用和反馈机制；由于县域尺度的数据
获取限制，本文选取的研究时间序列偏短，未来可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基础上完善
时空面板数据，以进一步开展长时间序列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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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 county-lev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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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stress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integrated pressure o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system caused by various pollutant outputs during human life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ollutant emission and socio- economic database of the coun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BTH) regio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alculates the environmental
stress index (ESI) by entropy weight method at the county scale, and analyzes the spatio-
temporal pattern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four types of Major Functional Zones (MFZ) in
this region from 2012 to 2016. In addition, the socio-economic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s quantitatively estimated by means of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ethod
based on the STIRPAT model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the BTH region had bee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with an ESI decline
of 54.68% since 2012. The decline was most significant in central urban areas of Beijing,
Tangshan, Tianjin and Shijiazhuang, and Binhai New District. Th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counties de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central urban areas to the suburban areas, and
the high- level stress counties were eliminated in 2016. (2)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had been further enhanced on the county scale since 2012, and the spatial
locking and path dependence emerged in cities of Tangshan and Tianjin. (3) Urbanized zones
(development- optimized and development- prioritized zones) are the major bearing area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in the BTH region, with ESI accounting for 65.98% of the whole
region, which should be focused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4)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counties include population siz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addition, technical capacity of environmental dispos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put intensity,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ization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5) There was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the driving effects of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on the environmental str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reduction countermeasures from emission 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and spatial difference of driving forces, so a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adapt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ve control in the BTH reg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stress; spatio- temporal pattern; Major Functional Zones (MFZ);
driving factor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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